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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企业绿色投资的政策激励与政策优化：

以碳交易与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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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碳交易和可再生能源配额政策的实施是推动发电企业绿色投资、加速中国能源结构低碳转型并实现气候目标的关键

举措。在确保实现政策目标和兼顾发电企业利益的前提下，设计能够有效促进绿色投资的最优激励机制依然存在挑

战。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双层多目标优化模型，将传统的单向政策目标扩展为政府与发电企业之间的双向决策互

动。该模型基于中国6大区域电网，以社会福利最大化、可再生能源消纳最大化和发电企业净收益最大化为目标，

优化获得了政府碳排放基准、可再生能源省域配额以及省级发电企业的绿色投资策略。研究结果表明：①风力发电

和集中式光伏发电将成为发电企业未来绿色投资的主要技术，到2035年预计将分别增至826GW和623GW，使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提升至57.7%；②为最大化可再生能源消纳，需确保全国配额年均增长2.3%；③为保障电网

稳定与碳排放控制，碳排放基准值应在2031年前后分别以2.5%和0.5%的速率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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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e implementation of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ETS) and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RPS) policies is a

strategic measure to drive green investment among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accelerate China’s low-

carbon energy transition, and meet climate goals. However, designing effective incentive mechanisms that

fulfill policy objectives while balancing enterprise interests remains challenging. This study develops a bi-level

multi-objective optimization model, extending conventional single-directional policy targets to a bidirectional

decision-making framework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ower generation enterprises. Using data from

China’s six regional power grids, the model optimizes carbon emission benchmarks, provincial renewable

energy quotas, and green investment strategies, aiming to maximize social welfare,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and enterprise profit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Wind and centralized solar photovolt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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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are expected to dominate green investments, with capacities reaching 826 and 623GW by 2035, raising

renewable energy’s share to 57.7%; (2) a national quota increase of 2.3% annually is needed to maximize

renewable energy consumption; (3) carbon benchmarks should decrease at rates of 2.5% and 0.5% around

2031 to ensure grid stability and control emissions.

Key Words： green investment; 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 policy incentives;
bi-level optimization

0 引言

促进发电企业绿色投资对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和能源

低碳转型至关重要[1]。为此，世界各国广泛实施了多种碳减排

政策和可再生能源发电扶持政策 [ 2 ]，如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TS）、上网电价补贴（Feed-in

Tariff，FiT）政策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enewable Portfolio

Standards，RPS）。近年来，在有关政策的大力支持和培育下，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截至2023年底，可再生能源发电

总装机突破15亿千瓦，占全国发电总装机比重超过50%，占全

球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近四成[3]。FiT在发展初期对可再生

能源装机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可再生能源和电力市场

结构的发展，FiT政策下发电行业绿色投资过度依赖政府补

贴，造成财政缺口扩大、盲目装机及弃风弃光等问题[4]。为进

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消纳占比，中国自2017年开始，先后启

动RPS和ETS，并配套了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和绿色电力证书

认购交易市场，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手段实现碳排放权和可再

生能源配额的自由灵活交易[5]。两种政策相互配合，从生产端

带动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并从消费端保障可再生能源的消纳

利用[6]。因此，ETS和RPS政策的有效实施对激励中国可再生

能源投资和大规模利用意义重大[7-8]。

RPS是在法律上对可再生能源发电在总发电量中所占比例

的强制政策[9]。该政策需要通过绿色证书交易（Tradable Green

Certificates，TGC）市场配套运行。作为一项市场化的政策，

RPS能够有效降低发电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可再生能

源的消纳[10-11]。然而，中国绿色证书交易市场仍处于发展初

期，面临交易比例不足、市场流动性较低等问题[12-13]。截至

2024年8月底，全国累计交易绿证仅占核发绿证总量的

15.48%，其中随绿电交易绿证占7.98%[14]。因此，为了实现可

再生能源长期发展目标，亟需进一步完善RPS的制度设计，有

效引导发电企业参与绿证交易，加速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进程。

ETS是一种将碳排放权作为商品，通过价格机制引导市场

主体控制碳排放的市场化环境监管制度[15]。目前，全国碳交

易市场年覆盖碳排放量约51亿吨，占全国排放总量的40%以

上[16]。随着碳排放权作为绿色金融资产的认可度提升，其交

易价格已撬动了更多绿色低碳投资，推动火电行业的能效提

升。相比其他减排政策，ETS在成本节约、环境效益、减排目

标的确定性及政策的可持续性方面具备明显优势[17]。然而，

碳市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目前中国碳交易市场

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制度体系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此，

合理设计ETS政策激励机制，降低行业减排成本，最大限度地

激发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动力，对实现碳排放控制目标和能

源结构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RPS和ETS是中国能源低碳转型的顶层制度设计，旨在分

别从生产侧和消费侧对利益相关者在各市场的行为决策进行

约束，通过绿证和碳排放权交易的方式分摊发电企业绿色投

资成本[6]。由于我国RPS和ETS政策全面运行时间较短，目前

的交易体系和配套政策尚不完善[18-19]，仍然存在以下两个问

题：一方面，RPS和ETS的政策目标存在一定的重叠，都是通

过政策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达到促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利用

和减少碳排放的目的。由于政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不合理的

政策参数设计可能会导致实施措施冗余和效果减弱[4,20]。具体

而言，提高可再生能源配额会促进发电企业绿色投资，但也

可能会导致碳价格降低和其他行业排放量增加，甚至由于配

额设定过高可能会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不足以供应需求[17]。

同样地，更严格的碳排放基准值可能会导致TGC价格下降[21]，

最终可能导致可再生能源发电过多而超过系统消纳能力[22]。

总之，可再生配额和碳排放基准设置过高或过低，均可能引

发交易市场的不稳定，导致不必要的浪费，从而削弱总体利

润和社会福利[23]。因此，在最大化总体利润和社会福利的目

标下，如何科学设置ETS和RPS核心政策参数，协调ETS和

RPS政策目标，加强政策叠加效应，是两政策协同推进可再生

能源发展的关键。

另外，中国RPS和ETS政策的共同特点是政府通过自上而

下的方式设定可再生能源配额和碳排放基准值，发电企业等

市场参与者根据政府设定的配额标准，自主交易碳排放权和

可再生能源配额。政府起主导作用，引导不同发电企业绿色

投资。然而，在我国发、售电分离的电力系统结构下，电力

交易、绿证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等各个环节均由多个利益相

关者构成。不同利益主体追求目标存在一定差异，甚至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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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冲突[24]。对于政府，实施RPS和ETS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促

进可再生能源消纳利用，同时保障社会福利。对于发电企业，

目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RPS和ETS政策的影响下，发

电企业尤其是传统火电，绿色投资成本将增加，利润空间会

遭受挤压。政府与发电企业的目标冲突，不利于TGC和碳排

放权的顺利交易[25]。因此，协调RPS和ETS政策目标过程中，

有必要将政府和发电企业纳入同一决策框架，充分考虑二者

之间的决策交互，以政府目标优先并兼顾多方利益，对降低

系统成本和提高能源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文献关于碳交易和RPS政策共同实施促进发电企绿色

投资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和政策组合优化两

方面。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研究方面，很多学者已证实ETS和

RPS同时实施能更有效地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和减少碳排

放[26-27]。为定量评估两类政策的作用效果，部分学者主要关注

碳交易和RPS政策的不同情景组合对电力行业的碳排放、电力

生产和可再生能源投资等关键指标的影响[28-30]。如Yan等[4]建立

了以电力公司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优化模型，指出ETS和RPS

组合实施更有助于可再生能源推广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Hu

等[31]构建了电力用户和火电制造商共同参与的进化博弈模型，

揭示不同RPS和ETS政策参数组合对互动系统均衡状态的影响。

此外，考虑到区域间电力传输，Yi等[20]以中国电力部门累计总

成本为优化目标，构建多区域电力优化模型，测算不同政策组

合目标对发电和输电规划的影响。这些研究主要将可再生能源

配额和碳排放基准值作为模型外生参数，通过设置不同参数

组合情景，量化评估不同配额目标对电力行业的脱碳效应。

然而，绿色证书和碳交易权的需求和价格会随着技术进步产

生波动，进而可能增加市场失灵风险[32]，削弱ETS和TGC的叠

加效应，甚至引发政策冗余和政策冲突[33]。外生化的RPS和

ETS政策参数，不利于最优可再生能源配额和碳排放基准值的

制定与动态调整。因此，为有效规避市场风险和政策冲突，还

需考虑中国不同区域可再生能源资源潜力、不同发电企业的技

术水平和成本差异及电网灵活性要求等诸多约束，在全社会福

利最大化和发电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引导下，进一步探索不

同省份不同年份最优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和碳排放基准值。

关于政策组合优化研究，现有文献大多侧重于在TCG和

ETS联合交易机制下，RPS和ETS总体目标分配策略及其实现

路径的研究[34-35]。如考虑传统化石能源发电企业和可再生能源

发电企业两类主体，Yan等[13]以哈密—郑州由风电和火电组成

的跨区域互联电网为基础，结合Stackelberg博弈和随机最优调

度模型，重点考察区域间两类发电企业通过最大化各自利益，

优化碳排放权和绿色证书交易的整体配置。考虑政府与发电

企业两类主体，Wang等[1]运用构建了以政府和发电厂为主体

的博弈模型，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讨论可再生能源消费压

力和碳减排压力不同情境下，最优的可再生能源消费配额。

以上研究尽管考虑了不同类型发电企业间、政府与发电厂间

的决策博弈，但仅关注RPS和ETS对电力市场的单向协调效

应，未考虑发电企业决策变化对政府制定可再生能源配额和

碳排放基准值的反馈效应。政策目标对电力行业TGC和碳排

放权交易行为的单向协调效应，可能导致既定的协调机制失

效，引发政府与电力部门利益冲突，不利于电力市场、TGC

和碳交易市场的有效运作[36]。此外，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

机是各省实现RPS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11]。然而，现有文献往

往侧重于电力部门现有生产规模和电网输电能力优化RPS和

ETS目标实现路径。因此，为增强政策目标实现路径的可行性

和有效性，RPS和ETS政策组合优化研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电

力系统决策变化对政策目标的反馈效应，及包括新增可再生

能源发电装机在内的目标实现路径。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基于全国6大区域电网，考虑政府

与省级发电企业之间的双向决策交互，构建ETS和RPS政策目

标协同双层多目标优化模型，对规划期2021—2035年的关键

政策参数进行优化，求解得到政府和发电企业各自利益均达

到均衡状态下的最优碳排放基准值和可再生能源配额，以及

对应的各省可再生能源最佳投资方案，包括各省的累计装机

和省间传输电量。具体地，双层优化模型将政府与发电企业

分别作为模型的上、下层决策主体，上层政府以社会福利最

大化与可再生能源消纳最大化为目标，下层则以发电企业利

润最大化为目标。综合考虑政策规划、电力供需、资源潜力

和电网稳定性等约束条件，设计RPS和ETS政策协同下最优政

策参数与可再生能源最佳投资方案。主要贡献如下：

1）为解决ETS和RPS政策冗余和冲突问题[37]，将碳排放

基准值和可再生能源配额作为决策变量，基于电力系统的供–

需–输关系，建立数学优化模型，兼顾全国总体社会福利与可

再生能源消纳总量最大化及发电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优化

每个省份每年需要负责完成的最优碳交易量和可再生能源消

纳量，为能源主管部门设定科学合理碳交易与配额标准提供

系统性的决策支持。

2）建立双层多目标优化模型，将政府和发电企业分别作

为上、下层决策主体，实现双方动态决策交互，平衡利益冲

突。通过优化各省未来7种发电技术的装机规模与省级传输电

量，动态调整碳排放基准和可再生能源配额目标，以实现社

会整体效益优先，同时兼顾发电企业利益，提供解决政府与

企业利益冲突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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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电企业绿色投资激励政策双层优化模型

1.1 模型框架

对于RPS和ETS政策，政府与发电企业的交互决策存在三

方面特征。第一，中央政府和发电企业是上、下层决策关系，

且政府具有决策的优先性。政府是RPS和ETS政策的上层决策

者，设定全国和各省可再生能源消纳配额目标和碳排放基准

值；发电企业是下层决策者，根据政府给出的两个配额目标，

制定合理的生产投资计划。

第二，政府和发电企业的目标不同，且存在冲突。对于

政府，期望通过RPS和ETS政策的实施，以市场化交易方式，

使绿电发电企业获得绿证与碳排放权交易的额外收益，促进

绿色投资，保障可再生能源的消纳利用。同时最大化社会福

利，避免“一刀切”式地追求政策目标而过度牺牲经济或居

民福利，例如限制碳排放导致的拉闸限电等[38]。对于发电企

业，在RPS和ETS政策的影响下，企业绿色投资成本可能会增

加，尤其是传统火电的利润空间，会受到同程度地挤压。发

电企业需要调整投资计划、改变发电组合以追求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

第三，政府和发电企业的决策互相制约。虽然政府是政

策的主导者，但各发电企业的绿色投资和发电组合计划反过

来会影响RPS和ETS政策的总体实施效果。政府会根据各发电

企业的效果反馈，调整政策参数，保证政策的有效施行。因

此，政府与发电企业关于RPS和ETS政策的交互决策是一个具

有双层递阶结构的系统优化问题。

因此，本文将政府与发电企业分别作为上、下层的决策

主体，构建双层多目标优化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上层模型

中，政府在电力消纳、碳排放强度和政策监管力度等约束下，

设定最优的可再生能源配额与碳排放基准值，最大化可再生

能源的消纳和社会福利。下层模型中，根据政府确定的可再

生能源配额与碳排放基准值，发电企业以最大化发电收益为

目标，在考虑供需、资源和发电结构三类约束下，确定最优

的累计装机与传输电量，并将决策结果传递给上层决策者。

之后，政府根据发电企业的反馈调整可再生能源配额与碳排

放基准值。这个过程不断重复，直至达到平衡状态。

1.2 模型假设

为便于双层优化模型的建立，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1）RPS与ETS政策监管机制完善，市场上的传统火力发

电企业必须满足碳配额，各省售电公司也必须满足可再生能

源配额。

2）在风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的背景下，所有可再生能

图 1 多目标双层优化模型结构
Fig.1 Multi-objective bi-level optimization model structure dia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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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发电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一致选择认购绿证，且

完成本省RPS后多余部分进入绿证交易。

3）模型为提高可再生能源消纳能力考虑了跨区域输电，

但不考虑跨国电力传输，因此发电企业只满足国内的电力

需求。

4）模型对于RPS政策中含水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考核的

发电类型依照现行政策规定执行，且未来不再纳入新的发电

类项，即只计算水电、风电及集中式光伏发电的消纳，而分

布式光伏、生物质及核电则不被计算入其中。

模型参数和变量见表1。

表 1 多目标双层优化模型参数及变量定义
Table 1 Multi-objective bi-level optimization model

parameters and variables definition

下标

i

中国（不含港澳台地区）除西藏外的 30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i I= 1, 2, … , ，I = 30，分别代表北京、天津、

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

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

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t
时间下标，t T= 1, 2, … , ，T = 15。基期为 2020年，规

划期为 2021—2035年

k
能源发电技术类型，k K= 1, 2, ..., ，K = 7，分别代表火

电、水电、集中式光伏、风电、生物质发电、分布式光

伏、核电

j
中国 6大区域集合，各省（指省级行政区，包括省、自

治区、直辖市，下同）所属区域划分见附录表S6①

决策变量

Xi k t, , i省第t年k技术的新增装机容量

ITi t, i省第t年的输入电量

OTi t, i省第t年的输出电量

HQi t, i省第 t年的含水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

CQt 第t年的全国碳排放基准值

参数

bt 第t年电价的需求弹性系数

Qi t, i省第t年的总用电量

pei t, i省第t年的销售电价

LCOEk t, 第t年k技术的平准化度电成本

hi k, i省k技术的平均利用小时数

功率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差值占功率输出的最大比例

i i, 省i到省i 的省际输电可变成本

r 贴现率

续表 1
Table 1 (continued)

参数

f1 超额碳排放的罚金系数

f2 未满足可再生能源配额的罚金系数

常规发电对环境破坏的影响因子

t
第t年电力行业CO2排放量在全国碳排放总量中

所占比例

cit 第t年全国的目标碳强度

GDPt 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t “十四五”规划中的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

gt “十四五”规划中的碳排放强度年平均下降速率

pri k t, , i省第t年k技术的上网电价

火电年固定退役率

yi k t, , i省第t年k技术的退役装机容量

rpi k, i省k技术的资源潜力

t 第t年中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k k技术的灵活性系数

d 电力需求的灵活性系数

并网发电的组合边际CO2排放因子

pa 绿证价格

pc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

it j t, 第t年 j区域可输入电量上限

ot j t, 第t年 j区域可输出电量上限

ht j t, 第t年 j区域电力传输的有效小时数

prt 第t年全国发电企业平均上网电价

q1 火电累计装机增速

其他变量

SW 电力生产带来的社会福利

CS 电力生产产生的消费者剩余

PS 电力生产带来生产者剩余

GR 电力生产过程中的政府税收

D 电力生产导致的环境外部成本

HC 可再生能源消纳量

PI 发电企业总收益

EI 电力上网收益

GI 绿证交易收益

CI 碳排放权交易收益

EC 发电企业的发电成本

TC 发电企业的输电成本

ICi,k,t i省第t年k技术的累计装机容量

①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扩展资料中的附录表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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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上层模型

1.3.1 目标函数

（1）社会福利最大化

政府通过设计政策促进整体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根据微

观经济学权威学者关于社会福利的论述[39-40]，社会福利包括消

费者剩余（CS）、生产者剩余（PS）以及政府税收（GR）。随

着现代经济学对于环境–经济领域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

者将环境外部成本（D）纳入社会福利的考量中[41-43]。据此，

本文社会福利（SW）采用以上4个部分测算，其中，D用来表

征电力生产过程中由于CO2排放造成的环境损失。由于碳排放

权交易费用是在两种类型的电力生产者之间转移的，不计算

在生产者剩余中。以2020年为基期，2021—2035年为规划期，

政府关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函数如式（1）所示：

SW CS PS GR DMax   = + + 1

CS b Q r= 1
2

(1 + ) 2
t

T
t

i

I

i t
t

=1 =1
,

2

PS pe Q LCOE h IC

IT OT r

=

+ (1 + ) 3

t

T

i

I

k

K
i i t k t i k i k t

i i i t i t
t

=1 =1 =1
, , , , ,

, , ,

( )GR f IC h Q CQ

f Q HQ IC h r

= +

(1 + ) 4

t

T

i

I
i k t i k i t t

i

I

i t i t
k

i k t i k
t

=1
1

=1
, =1, , =1 ,

2
=1

, ,
=2

4
, , ,

D LCOE IC h r= (1 + ) 5
t

T

i

I
k t i k t i k

t

=1 =1
=1, , =1, , =1

其中，式（2）表示消费者剩余[44]。式（3）为生产者剩余，

代表电力生产到消费侧售电的总净收益，第一项 pe Qi i t, 代

表售电总收入；第二项LCOE h ICk t i k i k t, , , , 代表各项技术电

力生产的总成本；第三项 ( )IT OT+i i i t i t, , , 表示电力的传输

成 本 。 式 （ 4 ） 表 示 政 府 的 罚 金 收 入 ， 第 一 项

( )f IC h Q CQ
i

I
i k t i k i t t1

=1
, =1, , =1 ,

表示超额碳排放收取的罚金；

第二项 f Q HQ IC h
i

I

i t i t
k

i k t i k2
=1

, ,
=2

4
, , , 表示未满足可再生能

源配额收取的罚金。式（5）表示煤电生产过程中产生的CO2

导致的环境外部成本。CQt与HQi t, 为上层模型的决策变

量，ICi k t, , 、ITi t, 和OTi t, 为下层模型的决策变量。

对于电价的需求弹性系数bt，可用国家统计年鉴公布的中

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 t，以及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全国发电企业

平均上网电价prt、全社会用电量 Q
i

I

i t
=1

,
推算，具体公式如下：

b pr Q= 6t t t
i

I

i t
=1

,

（2）可再生能源消纳最大

政府通过为各个省份制定每年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实现

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总量控制，同时追求可再生能源消纳总量

最大。政府关于可再生能源消纳总量最大的目标函数如式

（7）所示：

HC Q HQMax = 7
i

I

t

T

i t i t
=1 =1

, ,

式中，Q HQi t i t, , 表示i省第t年可再生能源消纳量。

1.3.2 约束条件

（1）电力消纳目标

政策制定的合理性是保障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为确保

各省可以实现可再生能源配额要求，模型需要限制配额制定

总量，即每年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目标消纳量不大于全国各

省总可再生能源电力生产量。

HQ Q IC h t T, 8
i

I

i t i t
i

I

k
i k t i k

=1
, ,

=1 =2

4
, , ,

式中，IC hi k t i k, , , 为i省第t年k技术的发电量。

（2）碳排放强度

“十四五”规划中确定了2025年比2020年全国碳排放下降

18%。据此推算各年发电行业预期碳排放值，并对碳排放基准

值的设定给予以下约束：

CQ ci GDP Q i I t T/ , ,  9t t t t
i

I

i t
=1

,

第t年全国的目标碳强度cit，可由国家五年规划的碳排放

强度下降目标数据 t推算得出。假设碳强度以每年gt的速率下

降，五年碳强度下降目标 t与年变化率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 )g1 = 1 10t t
5

则第t年全国的目标碳强度cit的计算方式如下：

( )ci ci g= 1 11t t t1

（3）政策监管力度

模型计算出的可再生能源配额和碳排放基准值不低于政

府上一年制定的控制水平，以确保政策的监管力度。相应约

束如式（12）和式（13）所示：

HQ HQ i I t T,    ,  12i t i t, , 1

CQ CQ t T,    13t t 1

（4）非负约束

碳排放基准值CQt以及可再生能源配额HQi t, 均为非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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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 i I t T0,   ,  14i t,

CQ t T0, 15t

1.4 下层模型

1.4.1 目标函数

发电企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发电总的净收益

（PI）最大，其收益部分由电力上网收益（EI）、绿证交易收

益（GI）和碳排放权交易收益（CI）构成，成本部分包括发

电成本（EC）和输电成本（TC）。

PI EI GI CI EC TCMax   = + + 16

EI pr IC h r= (1 + ) 17
t

T

i

I

k

K
i k t i k t i k

t

=1 =1 =1
, , , , ,

GI pa IC h r= (1 + ) 18
t

T

i

I

k
i k t i k

t

=1 =1 =2

4
, , ,

( )CI pc IC h Q CQ r= (1 + ) 19
t

T

i

I
i t i i t t

t

=1 =1
,1, ,1 ,

EC LCOE IC h r= (1 + ) 20
t

T

i

I

k

K
k t i k t i k

t

=1 =1 =1
, , , ,

( )TC IT OT r= + (1 + ) 21
t

T

i

I
i t i t i i

t

=1 =1
, , ,

式中，ICi k t, , 、ITi t, 和OTi t, 为下层模型的决策变量；IC hi k t i k, , ,

为i省第t年k技术的发电量。

累计装机容量ICi k t, , 考虑了各技术类型发电设备的退役，

其中除火电按年固定退役率δ退役外，其他技术均按机组寿命

计算每年退役量，因此累计装机容量ICi k t, , 计算方式如下：

( )
IC

IC X k
IC X y k

=
1 + , = 1
+ , = 2, 3, … , 7

22i k t
i k t i k t

i k t i k t i k t
, ,

, , 1 , ,

, , 1 , , , ,

式中，Xi k t, , 表示i省第t年k技术的新增装机容量，yi k t, , 为退役装

机容量。

1.4.2 约束条件

（1）电力供需约束

电力供应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各省的电力需求。由于电力

短缺比电力过剩会造成更高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损失，发电企

业通常会预留一定的过剩电量，以保证电力质量的稳定和生

产生活需要。因此，供应的电力应大于电力需求。

( )IC h IT OT Q i I t T+ , , 23
k

K
i k t i k i t i t i t

=1
, , , , , ,

（2）可再生能源资源潜力

不同于煤炭等传统发电技术，可再生能源最大装机容量

会受到所在省份资源潜力的限制。因此，每个省不同可再生

能源发电技术的累计装机容量应不超过可开发的可再生能源

资源潜力上限。

IC rp i I k,  = 2,  3, … , 6 24i k t i k, , ,

（3）区域输电能力

由于中国供电中心与负荷中心区域分布不平衡，电力传

输成为平衡区域间电力供需的重要方式。然而，电力的跨省

输送能力受限于输电线路的容量上限。因此，不同省份之间

的传入和传输电量应分别不超过对应区域输电能力。

IT it ht t T, 25
i j

i t j t j t, , ,

OT ot ht t T, 26
i j

i t j t j t, , ,

式中，ot htj t j t, , 和it htj t j t, , 分别为 j区域第t年可输出电量和输

入电量的上限。

（4）区域电力调入、调出约束

为实现有序高效的电力传输，各个区域的电力调入量应

不超过该区域的用电需求。考虑到线损，全国总调出量应大

于总调入量，且差值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IT Q k K t T, , 27
i r

i t
i r i t, ,

OT IT OT t T, 28
i I

i t
i I

i t
i I

i t, , ,

式中， OT IT
i I

i t
i I

i t, , 为第t年所有省份输入与输出电力的

差值。

（5）灵活性约束

大规模接入可再生能源及分布式电源将可能对电网的安

全和稳定性产生一定影响。电力消耗也可能对电网稳定性产

生扰动。因此，电力结构优化需要考虑电网系统的灵活性需

求，以保证电网的稳定性[45]。

IC h Q i I t T+ 0,   ,  29
k

K
i k t i k i t d

=1
, , , ,k

式中，技术灵活性系数
k
表示对系统运行的灵活贡献。风电和

太阳能发电需要额外的系统灵活性来平稳波动，具有负的灵

活性系数[46]。水电和生物质发电可以迅速响应电力波动。而

煤电厂作为一种基本电力源，不适合频繁地启停运行，灵活

性系数略低。

（6）非水可再生能源发展约束

大量研究已证实发展水电对于当地环境的破坏[45]。由于

水电技术发展已经较为成熟，度电成本较低，为防止技术锁

定，促进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发展，规划期内年各省份非水电

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应高于基期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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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IC IC IC

i I t T

,

,  30
k

i k t
k

K
i k t

k
i k t

k

K
i k t

=3

7
, ,

=1
, ,

=3

7
, , =0

=1
, , =0

（7）装机容量增速限制

为实现电力系统的低碳转型，规划期内每年火电累计装

机增速应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 )IC q IC i I t T1 + , ,  31i t i t,1, 1 ,1, 1

式中，( )q IC1 + i t1 ,1, 1表示i省第t年火电累计装机的增长上限。

（8）可再生能源省级配额约束

RPS政策下，各省可再生能源电力需要优先消纳以确保满

足本省的配额要求，在可再生资源富余的情况下输送给外省。

因此，每个省可参与绿证交易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与传出的集

中式光伏和风电之和应大于政府的最低配额要求。

( )IC h OT IT HQ Q

i I t T

+ ,

,  32
k

i k t i k
i

i k t i k t i t i t
=2

4
, , ,

=1

30
, , , , , .

（9）非负约束

IC IT OT i I k K t T,   ,   0,  ,  ,  33i k t i t i t, , , ,

2 数据和参数

2.1 发电技术相关数据

各省各技术基期累计装机容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21》，详细数据见附录表S1②。各技术的发电平均利用小时

数的数据取自《中国电力年鉴》（2016—2020），取平均值，

见附录表S2③。各技术资源潜力分省数据参考以下文献：水电

参考Yu等[47]、集中式光伏和分布式光伏参考Yu等[48]、风电参

考Yu等[49]、生物质参考He等[50]，详细见附表S3④。各技术的平

准化度电成本和成本下降率分别参考Yu等[47]和《2019可再生

能源投资全球趋势》[51]。各发电技术的柔性系数参考Xu等[45]。

对于各发电技术的退役数据，本文考虑如下。火电的退

役率设为每年1%的固定值，参考《中国电力年鉴》（2016—

2020）中的历史平均退役及关停率[52]。风电和集中光伏的退

役考虑设备利用年限，其退役容量取自20年前的新增装机容

量，详细数据见附表S4⑤和附表S5⑥。

2.2 电力传输相关数据

我国共分为6大区域电网，各省份所属区域见附表S6。本

文考虑了基期已建成的所有跨区域超高压及特高压输电线路，

低于220kV的输电线路由于传输能力较弱不在模型考虑的范围

内，以此计算各区域间的传出、传入电量上限，见附表S7⑦。

规划期内的区域间新建输电线路参考[47]。区域间的输电可变

成本和电力传输的有效小时数参考Zhou等[53]。

2.3 经济相关数据

依据式（6），中国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和中国各年GDP数

据可用于推算电价的需求弹性系数，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

鉴》，并利用2010—2020年的数据线性推算得到规划期内的数

值。贴现率为5%，参考Zhou等[53]。

各省的平均销售电价取自《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2021》。火电、水电、核电和生物质发电的上网电价数据取自

国家能源局公布的《全国电力价格情况监管通报2018》。而风

电、光伏（包括集中式和分布式光伏）由于在补贴退坡的趋

势下，逐渐实现平价上网，因此两者的上网电价取自《中国

电力年鉴2021》中的标杆上网电价，依据资源区等级的划分

制定各省的风、光基准上网电价。

2.4 其他数据或参数

RPS和ETS政策相关参数，碳价取自《2021年中国碳价调查

报告》，绿证价格参考2021年《中国电力行业年度发展报告》，

罚金系数参考Wang等[54]。规划期内各省的电力需求基于各省的

历史GDP增速及经济发展规划，并利用趋势外推得到单位GDP

的电力消耗，最终推导出规划期内各省的电力需求。历史数据

取自《中国电力年鉴》（2016—2020）和《全国电力可靠性年度

报告2021》。规划期内各省电力需求的详细数据见附表S8⑧。

3 结果与讨论

3.1 RPS配额和碳配额

优化后，全国RPS配额实现了显著增长。其均值由2021年

②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扩展资料中的附录表 S1。
③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扩展资料中的附录表 S2。
④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扩展资料中的附录表 S3。
⑤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扩展资料中的附录表 S4。
⑥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扩展资料中的附录表 S5。
⑦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扩展资料中的附录表 S7。
⑧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扩展资料中的附录表 S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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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2.6%增长到2035年的45.8%，如表2所示。相较于2021年国

家颁布的RPS配额，主要集中于华北、华东、南方三大区域的

大部分省份的配额均有较明显的增长，而华中和西北两大区

域省份的配额有所降低，如附录图S1⑨。

2021—2035年，全国RPS配额最高的省为云南和四川，均

可实现100%含水可再生能源消纳。配额最低的为山东，仅为

16.5%。上海、广西和福建是全国RPS配额增幅前三的省，规

划期内分别增长28.5%、23.2%和21.0%。主要原因可能来源于

4个方面：第一，云南和四川具有极为丰富的水电资源；第

二，山东主要消纳本省生产的火电；第三，上海、福建位于

华东区域，主要依赖外省的传入电力，会传入来自西北、华

中等区域的大量可再生能源电力，且上海经济较为发达，电

价水平较高。从经济和电力消耗两方面看，上海、福建均需

要承担更多的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第四，广西由于可再生

资源丰富，发电成本较低，其省内发电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电

力占比较高。但受限于传输线路的建设不足，本省生产的可

再生能源只能本地消纳，因此，广西配额增速也相对较高。

这些结果说明，经过优化，2021—2035年，可再生能源消纳

责任逐渐从西北区域集中到东南区域，即从可再生能源电力

生产地区转到了电力需求量大的省份。

碳排放基准值会经历两个阶段，2021—2031年的急速下

降阶段和2032—2035的缓慢下降阶段，如图2所示。急速下

降阶段，碳排放基准值由2021年的8.46tCO2/104kWh下降到

2031年的6.58tCO2/104kWh，年下降率约为2.48%。原因可能是

2021—2031年期间，火电技术仍具有较为明显的成本优势。

政府需要利用碳排放基准值提高火电的发电成本，控制火电

发电行业的碳排放量。

缓慢下降阶段，碳排放基准值年下降率减少为0.48%。主

要原因可能来源于两方面：首先，自2031年起，光伏、风电

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平准化度电成本（Levelized Cost of

Electricity，LCOE）与火电相当，火电无法通过成本优势吸引

更多的发电企业投资；其次，可再生能源出力不稳定，大规

模接入会对电网稳定性产生较大冲击。为保证电网安全，仍

需要一定比例的火电来满足电网的柔性需求。

3.2 各省累计发电装机容量及结构

2021—2035年，集中式光伏、分布式光伏和风电的累计

装机容量增幅较显著，分别增长458.1%、425.3%和393.4%，

如图3所示。其中，风电和集中式光伏新增装机容量增加较

快，分别增长826GW和623GW。主要集中于华北和西北地区，

如河北、内蒙古、青海和新疆。全国火电总装机容量将从基

期2020年的1246GW逐步上升到2035年的1778GW，增长

42.7%，因此优化后的火电装机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火电的作

用逐渐由供应电力需求的主要力量向后备能源转变，并且起

到平衡电网灵活性的作用。

规划期前期（2021—2027年），集中式光伏较其他技术有

表 2 各省RPS配额（%）
Table 2 RPS quota for each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省份
年份

省份
年份

2021 2025 2030 2035 2021 2025 2030 2035

北京 21.4 25.2 27.5 30.0 河南 17.5 21.0 23.3 24.7

天津 18.7 22.1 24.0 26.2 湖北 43.2 51.9 57.6 61.1

河北 19.3 22.8 24.8 27.1 湖南 41.9 50.4 55.9 59.2

山西 26.8 31.6 34.5 37.6 重庆 40.0 48.1 53.4 56.6

内蒙古 23.3 27.5 30.0 32.7 四川 82.3 98.9 100 100

山东 12.0 14.2 15.4 16.8 海南 29.3 35.9 39.8 44.2

吉林 31.2 38.5 42.0 44.9 广东 30.2 37.0 41.0 45.5

黑龙江 22.0 27.2 29.6 31.7 广西 45.6 55.8 61.9 68.8

辽宁 15.0 18.5 20.2 21.6 贵州 40.6 49.7 55.2 61.2

江苏 19.4 24.6 28.8 34.5 云南 85.2 100 100 100

浙江 23.7 30.0 35.2 42.2 陕西 21.1 24.2 25.2 26.2

安徽 21.3 27.0 31.6 37.9 甘肃 44.7 51.3 53.3 55.4

福建 26.9 34.1 39.9 47.9 青海 63.5 72.8 75.7 78.8

上海 36.5 46.3 54.1 65.0 宁夏 27.2 31.2 32.4 33.7

江西 22.0 26.4 29.3 31.1 新疆 25.2 28.9 30.1 31.3

图 2 2021—2035年的全国碳排放基准值
Fig.2 Carbon emission benchmark values from 2021 to 2035 in China

⑨ 因篇幅所限，相关内容详见本刊网站登载的扩展资料中的附录图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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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优势。规划期后期（2028—2035年），则主要是风电和分

布式光伏发展迅猛，尤其是内蒙古、新疆等资源大省的风电

装机有明显增幅。原因来源于两方面：首先，光伏资源相较

于其他可再生能源更为充沛，各省通过发展本省的光伏发电

可节约电力传输带来的额外成本。其次，尽管分布式光伏和

风电等可通过认购绿证获得额外收益，但其技术优势随着成

本的下降在规划期后期才逐渐显现。

3.3 可再生能源消纳结构

优化后，在RPS和ETS政策作用下，我国火电的利用增

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如图4（a）所示，规划期内火电消纳

量的增速较小，新增电力需求主要由可再生能源电力供应。

具体来说，火电消纳量从2020年400万GWh增长到2029年

542.9万GWh，随后逐渐降低到2035年的530.3万GWh，年均增

长率为1.8%。2035年，火电在总电力消纳结构中占比约42.3%

（2020年约为55.9%）。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量较高的依次是

风电（280.1万GWh）、水电（245.9万GWh）和集中式光伏发

电（157.9万GWh），分别占总电力消纳量的21.2%、18.7%和

12.0%。

消纳增长最快的发电技术是集中式光伏、风电和分布式

光伏，相比2020年，分别增长了7.53倍、5.11倍和4.27倍，年

平均增速为14.4%、11.5%和10.2%，如图4（b）所示。此结果

表明光伏和风电技术在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中具有极大的潜

力和利用空间。而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则增速较慢，如

水电年均增速仅为4.2%，原因是水电技术已发展得较为成熟，

资源潜力开发较为完全。

3.4 跨区域电力传输量

2035年，考虑新建跨区域输电线路的情况下，全国跨区

域电力传输总量为3089.8TWh，传入传出保持平衡，如表3所

示。其中，华中电网区域传出量最多为1417.3TWh，占总传输

量的45.9%，进一步凸显其作为电力传输枢纽的重要地位。传

图 3 各省不同技术累计装机情况
Fig.3 Cumulative installed capacity of different technologies in each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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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电量最多的区域是华东电网，传输量为1123.9TWh，占总传

输量的36.4%。

除西北区域生产的电力可以满足本区域以及RPS政策的要

求外，其他5大区域均存在大量的电力传输。总体上在RPS与

ETS政策的影响下，规划期末中国电力传输“西电东送”的格

局更加清晰。具体来说，西北区域传输的电力主要供往华中

和华东区域。而华中区域作为电力枢纽，会同时供应华东、

南方两大区域。此外华中区域与华北区域互有电力传输，因

为要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消纳，以及保障电网的安全稳定。

华东区域的电力需求则大部分依赖华东、华中、华北的电力

传入。东北区域虽然基本可以实现电力的自给自足，但为了

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消纳，会接受来自华北区域的部分电力。

3.5 敏感性分析

为研究关键参数对优化结果的影响，本文分别对超额碳

排放的罚金系数（ f1）、未满足可再生能源配额的罚金系数

（ f2）、电力传输成本（ i i, ）、各发电技术的LCOE成本

（LCOEk t, ）进行了敏感性分析。图5显示了各参数变化±5%时

对规划期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的影响。

可以发现，首先，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对超额碳排放

的罚金系数和未满足可再生能源配额的罚金系数最为敏感。

当 f1和 f2分别增加或减少5%时，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分别同

向变化12.7%和9.8%；其次，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对传输成

本和火电LCOE呈负向关系。当传输成本和火电LCOE分别增

加5%时，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下降约3.2%和5.2%。

表 3 2035年各区域电力传输（TWh）
Table 3 Electricity transmission in various regions by 2035 (TWh)

传出电网 传入电网 传输量 传出电网 传入电网 传输量

西北 华北 24.4 华中 华东 516.4

西北 华东 147.7 华北 华东 459.8

西北 华中 225.4 华北 东北 236.0

华中 南方 148.8 华北 华中 579.3

华中 华北 752.1 / / /

图 4 规划期全国电力消纳
Fig.4 Power consumption during the planning period in China

图 5 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的敏感性分析
Fig.5 Sensitivity analysis of total installed capacity of renewable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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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为有效解决绿色投资议题中不同政策之间的不协调和不

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目标冲突，本文以RPS和ETS政策为例，

构建了双层优化模型。模型分别将中国政府和发电企业作为

上下层模型的决策主体，寻求当政府的社会福利和可再生能

源消纳最大化与发电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相均衡时，RPS和

ETS最优政策参数与各省可再生能源最佳投资方案。根据优化

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1）2035年全国RPS配额均值由2021年的32.6%增长到

45.8%，年均增长2.3%。其中，上海RPS配额增幅最大，规划

期内共增长28.5%，其次是广西和福建。四川和云南有望实现

100%利用可再生能源。可再生能源消纳责任逐渐从西北区域

转移到东南区域。

2）为控制火力发电的碳排放并确保电网安全，碳排放基

准值将先急剧下降，然后缓慢下降。2021—2031年，碳排放

基准值以2.48%的速率急速下降。2032—2035年，此下降速率

降低至0.48%。

3）风电和集中式光伏是发电企业绿色投资的主要技术。

2021—2035年，风电和集中式光伏的新增装机容量分别增加

826GW和623GW。2035年，风能和集中式光伏在发电结构中

的占比分别为17.8%和9.4%。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总电力消纳量

的比例将增加至57.7%。

4.2 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确保碳交易与配额制的有效实施，

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为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充分消纳以及社会福利的最大

化，华北、华东、南方区域大部分省份的配额可以适当增加。

2021—2035年，上海、广西和福建的RPS配额可分别增加

28.5%、23.2%和21.0%。相应地，集中式光伏、分布式光伏和

风电的累计装机可分别增长458.1%、425.3%和393.4%。

2）为促进发电企业的低碳转型，2031年前，碳排放基准

值需年均下降2.48%。2031年后，碳排放基准值下降速度可以

减缓至0.48%，以满足电网的柔性需求，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同时，为了避免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电力接入对电网稳定

性产生较大冲击，政府需要鼓励相关企业加大对于储能设备

的投资建设。

3）在RPS与ETS政策的协同作用下，中国“西电东送”

格局将进一步凸显，未来电力传输需求将进一步扩大。政府

应加强跨区域输电线路的建设，尤其是西北、华中、华东三

大区域。一方面避免可再生能源富余省份因传输容量限制导

致的窝电现象，另一方面也可将电力传输到电力需求大、经

济富裕的省份，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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